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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武　　邹汝为 赵适然 王懋程　　调查

王汉武　　刘敏江 邹汝为 整理

这次调查的范围主要是过去的喜洲乡（镇），包括市上街、市户街、富春里、彩云

街、染衣巷、市平街和大界巷等七条街；为了了解资本主义对农村的影响和关系，又选

择了距喜洲不到一公理的寺上村作重点调查；同时对沙村、周城和金圭寺等地的手工

业、渔业和风俗习惯也作了调查。

调查中除了访问公社干部、工人、农民和其他有关的基本群众外，还应用了喜洲乡

和公社原有的许多文字历史资料，特别是土地改革前后的各种资料。应用这些资料时，

我们和当地的干部、群众一起，对资料的正确程度都作了逐户逐项的校核和研究。由于

解放前喜洲社会经济状况比较复杂，因而职业和阶级成分亦十分复杂。土地改革时划分

的成分，有少数与其经济地位不很相符。这种情况经研究后，除个别的以外，一般都按

土地改革时定案的成分统计。

我们的调查是在 年冬至 年春进行的。

一 、 概 况

喜洲位于大理北部，西临苍山，东濒洱海。山海之间是一倾斜形的狭长平坝，长约

余公里，滇藏公路通过西侧，南去大理相距 公里，北到邓川 公里。解放前，公路

破旧，每至雨季，道路泥泞，车马难行；解放后已整修一新，并兴修了喜（洲）花（甸

坝）公路，全程 公里，除陆上交通以外，洱海航运也很方便，可通下关、上关、海东

等地。

喜洲地势较大理略低，海拔 公尺。气候有四季之分，但差异不太大。据 年

的 ，平气 均象 为资料，全年气温最高为 最低为 。全年无霜期为

天。风向一般是西北风和西南风，风力为二级左右，不如下关多风。每年秋季即进入干

季，雨量稀少，至次年二、三月最旱，四月以后雨量渐多，六至八月为雨季，十月以后

为干季。据 年的资料，全年降雨量为 毫米，年蒸发量为 毫米。

河流有万花溪流经喜洲注入洱海。此外，附近还有锦溪、芒涌溪、阳溪河、霞移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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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河流。每当雨季到来，洪水为害，干季则只有少量流水。解放前水利设施很差，农田

用水困难；解放后由于大兴水利，现在基本上解决了水利问题。

喜洲附近的土地平坦，土壤受雨水的冲刷不大，有机质含量多。土质以沙质土壤为

多，沙土次之，一般均较肥沃，土层厚度在一市尺左右。土壤以酸性和微酸性较多，中

性次之，微碱少数。

苍山除顶部有森林外，中下部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已被砍伐迨尽，均是童山秃岭，解

放后已种植了大量树苗。苍山出产的药材很多，尤以贝母为贵。洱海盛产鲫鱼、细鲤

鱼、黄皮鱼、弓鱼等，尤以弓鱼驰名。

喜洲是白 户，族聚居的地区，杂居有少数回族和汉族。解放前喜洲全乡有

人。 人，占总户数的 ；回族，占总人口的户，其中白族

户， 人，和汉族 占总户数的 ，占总人口的

语言方面，喜洲白族受汉族的影响比较深远，在语言词汇中吸收了很多汉语。特别

是解放以来，由于党的各项政策的宣传教育和民族关系的进一步融合，白族语言中吸收

了更多的汉语新词汇，一般男子和青年妇女都通汉语。

二 、 历 史 追 溯

（ 一 ） 族 源

此次在喜洲及其附近村寨调查，能追溯其远祖的来历者很少。一般认为：“自南京

应天府迁来”。但这种说法，遍及云南各少数民族中，不仅白族如此。显然是和明代汉

族移民，以及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武力镇压政策的影响有关。师范《滇系 典故系六》

说：

“自傅、蓝、沐（傅友德、蓝玉、沐英）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

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

之一烬。既奏迁富民以实滇，于是滇之土著皆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

京。”

但该地白族中，确有一批明代迁入的汉族，以后融合而为白族的。周城杨氏合族世

系碑载：

“始祖文智，原籍江南。成祖诏移中土大姓实滇，占籍大理，卒葬周

城。”

关于明代移民的记录，见于《滇云历年传》及《滇系事略》：

“洪武十七年，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

明代除移民外，还留军屯田。《明史 沐英传》说：

“（洪武）二十年，平浪穹蛮，诏自永宁至大理，六十里设一堡，留军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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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喜洲严家其祖即为军官。崇祯二年 ，明逸士达吾严公墓志铭说：（

“余家起自淮阴。始祖福，原张氏，徐丞下百户，至吴元年归附从军，战

功累建。乃于我太祖高皇混一后，以昭信校尉随傅、沐二公平南。

，明邑增生莹菴严公配儒人丁氏墓又嘉靖丙寅（ 志铭说：

“其先直隶安东人也。始祖讳福，明初以昭信校尉随傅、沐二公平南，复

平大理，征讨诸郡，屡有战功，诰授武略将军世袭千户侯。洪武十七年讨坟土

居地，上准之，遂家叶榆焉。曾祖讳斌，祖讳诚，皆世荫。迄伯兄经，以麓川

仕中所千户。”

案：严氏承袭千户直至第八代严奉若。史诚严氏族谱世次说：

，承袭千户侯，诰授定国“隆武二年（ 将军，生子无考。”

“隆武”为明唐王的年号，下距明亡仅十五年，该谱系清光绪时所修，所谓“生子无

考”，当有所隐晦。由于终明之世严氏承袭千户，其碑文所述大致是可靠的。至于因仕

宦或商贾而留居该地，以及明末永历帝西迁流落于该地，以后融合为白族的，当亦不

少。明万历三十年杨公配阳氏墓志铭说：

“其先本四川重庆人也。来仕滇省，游叶榆而得喜睑市户之地，遂居此

焉。”

《求野录》说：

“官兵男妇马步从者数十万人。 日行不过三十里。其后兵士乏食，恣

取民间，以至所在逃避，供顿俱 ，而庶僚贫病，扈从离次不前者甚众，崎岖

过大理。”

当时流落于该地的当亦不少，但谱系很少追及，当也因避清讳的缘故。

由此可见，在明代确有一批汉族移殖该地，以后融合于白族的。

在这次调查中，追溯其祖系出自明以前的汉族移殖云南的，则多有矛盾。元至正三

十九年荡山僧法天撰元府判何公墓志铭说：

“公讳祐，字天锡，唐履光将军之后裔。谨按郡志：唐天宝十三载，玄宗

命云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广府节度史何履光，出师伐蒙氏。蒙氏遣段附

，履光力屈请降充、杨傍龙将兵拒之于邓川，李宓败 。中国寻遭安禄山之

乱，不暇勤远，履光遂陷于南诏，侨居邆川焉。”

这种说法亦见明天顺八年杨森撰故五峰处士河公墓志铭。案：《蛮书》以何履光将进攻

太和城时，即调往四川，并未和李宓一道征南诏，则此说为附会可知。明弘治杨政撰故

弘圭法主玉泉菴贯公墓志铭说：

“公讳仕□，号贯道，姓何氏，九隆族之裔，世居喜洲郡河涘城。”

则何氏乃九隆族之裔并非何履光之后。当然，唐代征南诏，丧师二十万，一部分兵士流

落于此，则是可能的。从现在大理一带供奉的“本主”中，有一部分即系唐之大将及其

眷属，可能即系遗留兵士供奉以作纪念的。又成化四年处士尹公墓志铭说：

“尹公讳禄，字世爵。始祖尹生，成行司会川人也。先有诸葛军师来游是

邦，从遣太和之喜睑，娶杨门女，硕德淑行，遂家焉。祖尹般若海，亦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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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世称淑德，遂生五男：长曰山、次日寿、三曰禄、四曰坚、五曰门。”

碑中所称“诸葛军师”，未知何指，如系指诸葛亮，则亮征南中后不留兵，而因征战留

落下来的人当亦很少，况亮征南中的路线也未经过大理。这个矛盾在死者之兄尹山的墓

志铭中就暴露出来。成化二十年，故善士尹公墓志铭说：

“公讳山，字允中，世居大理喜睑，九隆族之裔。”

则尹氏亦非从诸葛亮军师而来的。对于这些附托郡望的说法，在杨氏墓碑中还可以看到

一些线索。明正统十四年，故承直郎河南清吏司主事杨公同配安人墓志铭说：

“公讳禄，字子善，姓杨氏，出自周杨侯之后。功勳名爵，蔓延天下，暨

南诏之有杨氏为九隆族。”

又：景泰元年，处士杨公寿藏同妻董氏墓志铭说：

“处士讳山，字子厚，姓杨氏，其先出自周杨侯之丰功盛德，绵延南诏，

为九隆族。”

及至景泰四年，永乐进士杨森之父杨长的墓志铭说：

“公讳长，字永常，姓杨氏，其先自伯乔为唐叔虞之后，周封为杨侯，子

孙因以为氏。至于西汉，有守云南。迄唐，有蒙诏建都大理，杨氏之彦有曰白

宽者，师尊之曰法师，自是世代相承，居苍洱之喜睑。”

在前二块碑文中，很容易看出附托之迹；而后一块碑文晚出，不但叙事较前二块缜密，

并删去“九隆族”之称，则附托之迹遂隐。而杨森复于景泰元年所立圣理圣元西山碑记

中，则又毫不隐讳地说：“杨氏系九隆族之裔。”

在此次调查中，以追溯其祖先源于“九隆族之裔”为最多。兹摘要如下：

杨氏：成化九年处士杨公墓志铭说：

“公，杨氏，讳寿，其先九隆族之裔，世处五峰。”

又：成化十九年故善人杨公墓志铭说：

“公讳永，字有年，姓杨氏。九隆族之裔，代不乏贤，世居弘圭之市户。”

董氏：景泰元年杨森撰，处士董公墓志铭说：

“公讳光，字志远，姓董氏，九隆族之裔，世居大理之喜睑。昔蒙、段继

守斯土，举董成任清平之职，即其始祖也”。

又：成化七年杨琪撰，太和五长董公同室杨氏墓志铭说：

“公讳俊，字文杰，董氏。九隆族之叶。”

又弘治十二年杨本撰，故善士董公墓志铭说：

“善士讳文道，姓董氏，迺九隆族之裔，世处史城之东。”

又嘉靖李元阳撰董君凤伯墓志铭说：

“君讳难，字西羽，号凤伯山人。其先系出九隆，世居太和”。

而史城董氏族谱，对于这种说法则加以辩驳说：

“谨按旧谱：始祖讳成，原籍金陵，非系出九隆也”。

谱成于道光十五年，其二十八世孙董鉴序云：案：董氏

“我董氏始祖讳成，唐时由金陵入滇，为南诏清平官”。

而当时王崧所作董氏族谱序即已提出疑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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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所出甚远，云南在汉隶牂牁郡，而有大姓董氏，见于华阳国志，则

南诏之为清平官者，或即其裔乎？”

由此可知，董氏始祖原籍金陵之说，乃始于清代。观嘉靖六年所修董氏族谱中杨士云及

十世孙董仁所作的序，还没有提到这种说法，可以得到说明。

尹氏：宣德间，处士尹公墓志铭说：

“公讳良，字德聪，姓尹氏，世居大理喜郡之著姓也。”

又：成化二十年杨政撰，故善士尹公墓志铭说：

“公讳山，字允中，世居大理喜睑，九隆族之裔”。

赵氏：正统十四年，处士赵公寿藏同妻杜氏墓志铭说：

“处士讳帑，字文中，姓赵氏。其先出自九隆族，世居大理弘圭之史

城，，。

又：天顺元年，善人赵翁同室杨氏圹志铭说：

“善人讳庆，字堆善，姓赵氏，苍洱喜睑之城南人也，乃九隆族之裔”。

何氏：弘治间杨政撰，故弘圭法主玉泉菴贯公墓志铭说：

“公讳仕□，号贯道，姓何氏，九隆族之裔，世居喜洲郡河涘城”。

杜氏：景泰元年，杜善人寿藏同配赵氏墓志铭说：

“善人讳宝，字堆贤，九隆族之裔，世居河涘城。”

又：天顺四年，百户杜公墓志铭说：

“公讳□，字文佑，姓杜氏。其先出自九隆族，世居大理五峰之下河涘

城，，。

张氏：弘治十年，故喜郡善士张公墓志铭说：

“公讳禄，姓张氏，迺九隆族之裔。”

李氏：成化五年杨谟撰，藩司令史李公寿藏说：

“公讳宝，字文美，其先九隆族，簪缨世胄，代不乏贤”。

而景泰三年杨森撰，故大橼李公同室李氏碑铭说：

“世处苍洱之喜睑，密祖李畔富之裔。按郡志：昔蒙诏主宰斯士，选立七

祖而为灌顶师，而畔富居其一焉。”

李畔富之名见元元统二年杨泰撰，故正直温良恭谦和尚墓碑铭说：

“南诏归义王皮罗阁之嫡男蒙阁皮，厌俗而薙。于时公卿子弟洎士民之俊

秀从之游者以千数，咸曰：王子，仁人也，不可失也。同日□□五百余人，举

国追慕不已。诏曰：乾竺婆罗门僧求佛而在家者也。遂命以世禄 尚以贵属，

号师僧上首李伴富和尚。”

则李畔富乃南诏王皮罗阁之子。李姓系出于南诏之后。

段氏：正统九年，明乡进士例授文林郎世袭云骑尉拟谥文庄先生寿山段公墓志铭

说：

“公讳福，字寿山，姓段氏，迺九龙族之后。”

而太和县（大理）上乡周城段氏族谱序说：

“我始祖乃思平公之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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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渡塝段氏族谱序亦说：

“我段氏自平章以来，世远而族繁。”

“平章”即元大理总管段氏。则大理段氏亦为“九龙族”之后裔。“九隆”与“九龙”

同。

如上所述，蒙氏之后为“九隆族”，段氏之后亦称“九隆族。”而蒙氏为“乌蛮”

（今彝族），段氏为“白蛮”（今白族）。那么“九隆”之说为什么蒙氏、段氏都崇奉

呢？大概有下列几个原因：

第一，南诏自言为“九隆”之后，南诏统治云南三百一十年间，则“九隆”之说，

“上行下效”，对于其所统治下的人民，尤其是南诏直接统治下的大理地区，当有着一

定的影响，及至段思平立大理，犹不得不附托于南诏，并创出一段和“九隆”相似的神

话。景泰元年，三灵庙记说：

“院塝有一长者乏嗣，默祷其囿，种一李树，结一大果，坠地，现一女

子，姿禀非凡，长者爱育，号白姐阿妹。蒙清平官段宝 聘为夫人，浴濯霞移

江，见木一没，逆流触阿妹足，迺知元祖重光化为龙，感而有孕。将段木培于

庙庭之右，吐木莲二枝，生思平、思胃，号先帝、先王。思平丁酉岁立位，国

号大理，建灵会寺，追封母曰天应景星懿慈圣母，重创三灵庙，世传三十五

代，凡三百九十一载。”

而所谓“元祖重光”者，碑云：

“乃蒙诏神武王偏妃之子也”。

关于“元祖重光”的神话，这里从略。上面所述“触木感龙有孕”的神话，显系出于

“九隆”神话。那么段氏为什么要附托为蒙氏之后并创出这段神话呢？显然是为了“笼

络人心”。而相反地，也可看出当时“九隆”神话的影响。

第二，佛教的影响。现在保留下来受佛教影响的《自国因由》，渲染“九隆”神

话，并称“有细奴罗者，出道为白国王。”以蒙氏为白王，虽与史实不符，但这个传说

产生的时间很远，不能以《白国因由》成书晚而非之。明正统四年杨森撰老人赵公寿藏

说：

“稽郡志：唐贞观时，大士自乾竺来建大理，以释氏显密之教，化人为

善。”

又：成化七年鄷都余宗撰，故大密李公墓志铭说：

“李氏钜门，迺观音菩萨从西乾带来，磨伽陀来到大理，建立西苍、东

洱、上下两关，小奴罗为白皇，皇乃西乾阿育王子孙也。”

“小奴罗”即“细奴罗”，与《白国因由》所说相合，可见此传说当在明以前。佛书既

有此说，而大理一带自唐至明九百余年间佛教盛行，几乎无户不信，则此传说当有一定

的影响。

第三，确有一部分“乌蛮”，以后融合而为白族的，如上述李姓即是。

由于上述原因，这里的人民大多追述其祖先为“九隆族之裔”。但不能据此即定其

先为“乌蛮”或“白蛮”。从史书的记载来考察，杨、赵、尹、董、段等均为“白蛮”

的大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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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这次所调查关于族源的材料，其内容为：

自称“九隆族之裔”世居该地的较多；

明代移殖的汉族融合于白族的占一部分；

由“乌蛮”分化而融合于白族的有一部分；

各姓谱系碑文大多只能追溯至唐代。

（二）古代时期

喜洲于南诏时名“大釐城”，又称“史城”，相传隋史万岁曾住兵于此，周围所辖

区称“大釐睑”或“史睑”，为南诏十一睑之一。睑之义若州。元代曾置喜洲。明废，

属太和县，称喜洲。

南诏以前的历史追溯

相传大理一带在古代为泽国，苍山麓住有“羅 ”（景泰圣元西山碑），“羅

（《白国因由》），或称“罗叉鬼国”（《掷珠记》），又称“罗刹王”（圣元寺殿门

木刻及白 ”，治水患，国因由补刻），“人民尽受其害”，唐贞观时，观音降伏“羅

民得安居。

这段传说，见于圣元寺僧寂裕所刻《白国因由》一书中。该书刻于康熙年间，但这

个传说则来源较古而普遍。景泰元年杨森撰圣理圣元西山碑记说：

“按郡志：贞观癸丑，园通大士开化大理，降伏羅 ，凿天桥，瀹洱水，

以安民居。摄受蒙氏为诏。”

其时已有这种传说，可见《白国因由》之说，也非康熙时所虚构。但这个传说起于何

时？据《白国因由 立券第三》，其证人有“张乐进求、无观音乞羅 姓和尚、董、

尹、赵等大姓”，又《观音展衣得国第五》，并有“建国皇帝”、“灵昭文帝”。案：

“建国皇帝”乃本主之号，为段思平（或作段宗牓），并提及“白蛮”诸大姓，因此，

此传说可能产生于大理时代。

除去该传说的佛教神话部分，也可以看出：这一带古时为泽国，后经劳动人民的智

慧创造，将今下关天生桥凿开，洱水下泄入澜沧江，然后得地耕种， 治平水患。这个时

代大概在秦汉以前，因为汉代这里已设楪榆县了。当时在这里居住着一个名叫“罗察”

的部落，从名称上来看，可能与“乌蛮”有近亲关系，他们不善于治水。以后又来了一

个善于治水的部落，打败了“罗察”而占有其地，并治平了水患。

水患治平后，一部分居住于山区的部落迁来坝区。根据沙村调查，他们原住在苍山

顶上的花甸坝，以后海水退了，下山打渔，来往感到不方便，就逐渐迁下坝区。据说，

目前在海边、山麓的村寨比较古老。从我们这次调查的墓碑中，这些大姓多住在喜洲、

寺上、寺下、河涘城等村，而很少提到沙村、小沟尾等村，但这些村子传说又是比较古

老的村子。河涘城、喜洲均为南诏九城之一，可能因为当时的贵族大姓多住城内的缘

故，而沙村、小沟尾等地可能是最早的居民。据明李元阳《游花甸记》说：

“按野史：此中有四村：曰黄熊窝、曰狼香、曰杉树、曰乳牛墩。 在

晋时为吐蕃略地，遂无居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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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自苍山上迁下坝子，可能是晋代以后的事。

关于在那个时期内的社会经济情况，缺乏文献记载和传说，但从解放前该地区的社

会经济的落后因素中，还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村社界限的残余：阁洞塝村在几十年前，村内的土地不准卖出村外，后来由

于地主经济的高度发展，喜洲杨茂馨才开始在该村集中了数十亩土地。村寨对于土地买

卖的限制，是村社界限残余的反映。村社界限残余的另一种表现则是“护甸”。解放

前，各村的护甸范围是十分明确的，有严格的界限，世代继承。从该村对于“护甸”权

利的保留可以看出，在古代该甸曾为该村所有。由于各村之间护甸界限严格的划分，说

明在古代各村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

）村公田的保留：解放前各村均有少量公田，或在近数十年变卖。如寺上村有

公田三坵共 亩，全部出租，租谷和租金作为全村公用。在亩，有公地 抗日战争

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拉兵派款，村上出不起，先后将公田变卖缴纳。说明该块土

地尚具有公共性质（出卖时须全村各户户长签名）。

）村社神祇的残余：从目前白族流行的祭“本主”来看，各村所供奉的“本

主”不同，如寺上村的“本主”为“中央皇帝”（相传为段宗牓），为寺上村、城东

村、上洪坪、寺下村、彩云街、染衣巷、大界巷七个村庄共同供奉，轮流祭献。祭献时

元，祈求的费用，由各村公款支付，而食用则每人缴份金 “本主”以保佑本境五谷

丰登，人畜平安。相传该地的“本主”原不是“中央皇帝”，而是塑在旁边的“小本

主”，以后“中央皇帝”来了，“小本主”让位，以致他们每年还要祭献“小本主”一

次。群众说：“小本主”才是他们原来的“本主”。

）公共费用的负担：解放前，各村公共费用的来源，主要为：公田的租金、租

谷，护甸的报酬等。护甸报酬的取得，是每亩田抽稻谷半大捆或二小捆，除护甸者每人

获得五斗稻谷作为报酬外，余悉归公。这里可看出，在古代村社时代公共费用的部分来

源，即是每分田上抽取为数不多的生产物以作公用。但由于后来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

辗转买卖，并突破村寨界限，虽然土地所有权变更频繁，而公共负担的形式仍然在护甸

的权利和义务下被保留下来。

从上述村社残余形式中可以看出：该地白族在古代曾经历过一段农村公社时期，那

时各村之间有一定的村社界限，村社成员耕种村社的土地，每年缴纳一定数量（但为数

不多）的生产物作为公共费用；公共费用的支出，主要是祭祀村社神祇。

南诏的奴隶制和大理的领主制

隋、唐之际，这里居住着“河蛮”部落，和六诏并立。首领有杨虔柳、杨栋等。开

元以前，唐朝封其首领为刺史。隋、唐并先后命史万岁、韦仁寿、梁建方等征伐。到了

开元二十五年（ 年），唐朝命南诏皮逻阁和邆赕诏 罗皮同伐“河蛮”。南诏据太

和 诏据大城， 城。后数月，南诏袭大釐城，并灭 、浪穹。皮逻阁即住于大

釐，而命其子阁逻凤住太和城。南诏并以打“河蛮”之功，受封为“云南王”。南诏于

此经 ，阁逻凤之孙异牟寻时，将“河蛮”徙居云营五十七年后，在贞元十年（

南东北及拓东附近。根据目前调查，当时“河蛮”也不尽迁徙，传说沙村、小河尾等

是这里最古老的村庄，老辈人的服装和语言中的某些词汇与喜洲一带还有一些区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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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能是“河蛮”的后裔。

南诏初年，由于与吐蕃争战，这一带是军事重镇，当时吐蕃的势力达到浪穹，南诏

在这一带筑了九个城池以防御吐蕃。这九个城池是：史城、河尾里、关邑里、北国、蟠

溪、塔桥、摩用、羊苴咩、太和，均在太和城之北。史城即今喜洲，为九城之一，皮逻

阁和异牟寻常住于此。据说喜洲官充一带为南诏宫殿遗址，现在仍有城东、城南、城北

诸村名，其方位大体可考。

到了异牟寻以后，制度逐渐齐备，在南诏统治的范围内一共设立了六节度、二都督

和十睑。睑相当于州，是国王直接控制区域，分布在洱海周围。太釐睑是当时的十睑之

一，喜洲便是当时大釐睑的城池。人口的繁盛超过其他的城池。

根据九世纪的记载，当时南诏的生产是比较发达的。

在生产工具方面已普遍使用铁器，并且能制造锋利的刀剑。在农业方面已普遍使用

耕牛，用三尺犁，以二条牛为一架，引泉水灌溉。一岁稻、麦二收，并杂种豆、黍、

稷、蔴及菜蔬。

南诏统治这一带地区后，将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差人监督群众生产。收获物中，

除按生产者家庭人口计算的口粮给予生产者外，其余全部为国家所有。监督的人如果从

中私饱，也要受到“杖死”的处罚。原来作为村社的农民，现在成为国家的生产奴隶。

手工业也很发达，饲养柘蚕，植蔴，并织绢丝、蔴 。太和三布和木棉布，擅长制

年（ 年）自成都掳来二万人，其中有不少手工业者，以后，在纺织的生产和技术方

面有了很大的提高。直到现在，喜洲的土布和附近 氈仍然是很有名的。但当时金河的

所织的丝织品，生产者自己不得服用，全部归官。掳来的大批手工业者，可能当时组织

了奴隶生产的手工业作坊。南诏设有专门的官职来管理手工业作坊（工馆）。

畜牧业也很发达，一家即养有黄牛数十头。马亦有繁殖，在当时的喜洲，并备有槽

枥，养马至数百匹。牛、马的饲养，南诏设有专职，隶于“督爽”。

“河 ”的商业在南诏时很有名，经商者远及“寻传”、“骠国”等地，以贝为主

要货币。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大釐城”（喜洲）在当时是一座有名的城市，人

口繁盛超过王都和其他的城市。南诏专门管商贾的官叫做“禾爽”。

南诏曾引用大量奴隶从事大规模的建筑。据说修筑羊苴 城时，城土是经过人民用

子蒸过的。建三塔寺时，先在四周用土筑堤，塔建一层，堤高一层，至于塔顶，然后

浇铜封顶，塔成，将土撤去。据说当时建塔的土堤，其基一直延至塔桥村附近，约十余

里。其工程之大，花费劳力之多，可想而知。水利也掌握在国家手中，据说当时由上阳

溪沿点苍山北上修了一条沟，打通了弘圭山，直到周城，灌溉太和至上关一带的土地。

直至解放前，还没有一项水利能够超过它的。

到了南诏末年（ 年以后），南诏王酋龙好战，屡攻四川，穷兵黩武，凡男子约

十五岁以上悉征为兵，妇女耕田以维持生产，反对者则遭杀戮，经济凋敝，库府空虚，

各部落都不满意。及至其孙舜化贞，于光化二年（ 年）清平官郑买嗣趁国王年幼夺

取政权，杀死蒙氏八百人，国号大长和。至天成三年（ 年）剑川节度使杀郑隆亶而

立其清平官赵善政，国号大天兴。历二年，杨干贞杀赵善政而自立，国号大义宁。直至

后晋天福二年（ 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高、董、爨等大姓及东方“乌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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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部，（当与其为通海节度有关）并附托自己是南诏的苗裔，起兵讨杨干贞，建立大

理国。自 年三十八年间，历经郑、赵、杨、段四姓，成了一个权臣南诏 年亡后至

争立的局面。

当段氏建立了大理国后，采取了一些和缓的手段，但基本生产方式并未比南诏有何

转变。段思平在位年年修建佛寺，铸佛像，引用巨大的奴隶劳动力。据说灵会寺（唐梅

寺）过去和尚关寺门都须骑马，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其他的寺庙还很多。不过，大理

时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畜牧业都有发展，为了寻求市场，屡次和宋朝要求互市。

绍圣元年（ 年）高昇泰废大理国王而自立，国号大中。昇泰死，其子高泰明于

绍圣三年（ 年）归位于段正淳，号后理国。封高氏为相国，政令皆出高氏，国人称

之为高国主，段氏徒拥虚位而已。

在后理国时代，第一条法令就是“赦徭役”，原来作为国家对人民直接征派的徭

役，对于大土地所有者来说，是损害他对该块地区的绝对权利的。现在废止了这个办

法，保证了大土地所有者私人庄园的绝对权利。高氏擅国政，子孙四处分封，并到处掠

夺 除了高氏以外，段氏子孙也逐渐成为各地的土地所有者。世德土地作为个人的私庄

堂张氏族谱初辑说：

“段氏得志，引用族人为其长率，关津要隘，使其戍守，富沃之区，使敛

归库，期其拱卫而无二志，数代世守，各依地卜居。”

所谓“数代世守，各依地卜居”，即成为该地的土地所有者。

综 年，南诏占据上所述，喜洲一带在隋、唐之际为“河蛮”居住的地区。公元

了这个地区，喜洲一带成为南诏防备吐蕃的军事重镇。公元 年，异牟寻将大部分“河

蛮”迁到云南东北及拓东，喜洲常为南诏王居住之地。南诏、大理国时代，喜洲曾为手

工业和商业繁盛的都市，有着奴隶操作的手工业作坊。到了后理国时期，由于高氏为大

理国重臣，逐渐侵占私人的庄园；而段氏族人也逐渐因“世守”而占有领地，因而出现

领主经济的成份，但奴隶制经济仍然占有一定的比重。喜洲在当时阿阇黎教相当盛行，

很多阿阇黎僧都住在这一带，因而这里成为阿阇黎僧和贵族居住的中心。

（三）中古时期

元代的领主经济

年（元宪宗三年），元灭大理，杀大理国相高泰祥，掳大理国主段兴智。当时

元代正在用兵之际，尚无余力经营云南。而云南各部族、部落对元代不断反抗。于是元

代复起用大理段氏，封段兴智为“摩诃罗 ，封其弟段信苴日为大理总管，“俾封旧

日土”，土”，以镇压诸部族、部落的反抗。而所谓 亦非云南整个地区，只限于大理

地区而已，段氏亦非独立的君主，而要受命于行省。当时元代在云南暂时设置了大理等

处行六部尚书，置元帅府于大理，使云南王镇守。而地方官员，除蒙古、色目人所任的

万户、千户、百户外，大量起用了大理国末期的封疆大吏和世守人员。及至元十一年

年），赛典赤任云南行省平章，云南始正式设行省，改万户、千户、百户为路、

府、州、县，各路、府、州、县均设有土官，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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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路总管府为三十七路之一，原来统一云南的大理国王，现在只是一路的土司，

而与其原来的臣属平列。而属于蒙古、色目人的万户、千户、百户，数代以后，也成为

当地的“土司”。《蛮司合志》说：

“土司著姓，自蒙段七姓外，难以屯垦之官吏，皆招服番夷，以为庄户，

而长合其土。”

所以到了元末，“田土多为豪右隐占”。

从上述情况看来，云南在元代的社会已进入封建的领主经济。元代的侵入，代替了

奴隶的暴动，使南诏、大理的奴隶制告终，但奴隶制的残余还存在。至元二十年十一

月，还禁云南“权势没入人口为奴及黥其面者。”

元代于云南开科取士，设孔子庙，佛教仍为元代所利用。佛教之中除南诏、大理的

“阿阇黎”教外，禅宗于元代传入，照本和尚即为大理人。

道教也颇盛行，《大理行记》载大理荡山寺为“得道者居之”。喜洲一带道教，称

“龙门正宗”，尊邱真人，疑为长春真人邱处机。如果是这样，则喜洲道教当为元代传

入。

元代对于云南人民的统治甚严，据喜洲传说：十家设一甲长，共一把菜刀，挂在井

边作为公用。

明清地主经济的发展

明洪武十四年（ ）九月，明廷以傅友德、沐英、蓝玉三将军率兵三十万征云

南。十二月，元梁王败 。明代即于昆明置云南布政司，于迤东地区置府、州、县。十

五年（ ）二月，进攻大理。大理段氏尚欲依唐、宋故例称臣，请为外藩。明廷不

允，攻大理城，擒大理总管段氏及其二子。段氏统治云南 年，自此告终。

明代地方的行政和军事组织，是“府、卫参制”。府是行政组织，卫是军事组织。

对于元代在云南各地所设的土官，其征服者则改设“流官”，其附明者则分别情况加

封。地方势力大的，就原守地加封，一般均较原职为小；势力最小或可以调动的则调

任。即使就其领地而加封的，也都设有“流官”和土官“并城而居”，以便控制，甚至

借故革除土官。清代踵明制度，但对土司则多采取羁縻政策。大理地区，于明代击灭段

氏后，即改大理路为大理府，设流官，并设大理卫，屯兵戍守。清废卫所，设提督以镇之。

由于“改土设流”，租赋是按亩征收。明初，除征收租税外，并要元代的土官供

输，和领主制度在经济上作斗争，大理一带也是这样。明永乐甲辰处士杨公墓志铭说：

“入国朝，新附大家多踣于徭役。”

碑文中所说的“大家”，正是元代该地的领主及其仆从，他们的“踣于徭役”，给

予地主经济发展以巨大的可能。而同时由于取消了领地制度，这些“大家”也就蜕变为

地主阶级，而与地主经济合流。

土地买卖在明代已盛行，弘圭左菴碑记有明初以贝购买寺产的记载（今碑已不存）。

《大理府志》卷十一苍山书院条说：

“正德间，知府汪标置赡田，学使赵惟垣恶其有弊，易之，买田赵州，岁

入贮之府库。”

由于土地买卖，新的地主阶级也相继产生。成化甲辰董森撰明耆老杨公寿藏铭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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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讳成祐，父讳恭，相传守朴务本，不学无文。公为人颇峭直，申明

产业积累，自公殷受剖理。 厚不乏。”

又：康熙四十三年董学祖撰，郡庠生董公同配严氏墓志铭中追述其祖父董必昇（约万历

间）说：

“从事贸迁，家计累累起，贸财饶裕置腴田，⋯⋯”

到了明代末年，土地大量集中在地主手里，而负担则转嫁给农民，劳动人民成为租税的

主要负担者。

由于地主经济的发展，原来保留在领主制内的农村公社残余界限已被突破，“护

甸”的制度开始产生。据寺上村的调查，他们原来护甸的范围，有上南甸、下南甸、石

观音甸。在明代的时候，三巷口借下南甸“护”了三年未还，以后即被三巷口占去。由

此可以说明，在明代已有“护甸”制度。

明、清两代寺庙及书院的田产是十分庞大的，根据《大理县志稿》的不完全记录，

感通寺有田 亩，无为寺有田 亩，而桂香书院则有 亩坐落于宾川。这些寺田

庙和书院的土地全部出租，其租额高得惊人。据《大理县志稿》载，长生会坐落果子园

甸中则 斤）豆 石石，共 。石（拾碗升每斗约 该田年田 亩，年收租谷

斤）而缴租可产 斤（包括 斤小春每 ，占产量的 。亩单 又如历祭会坐产约

亩，年产约 斤（包括 石（拾小 碗升）春），缴落龙塔沟甸下则田 租谷 ，约

斤，租额为产量的 。而这些田是荒田不荒租。由此可以看出，明、清两代租额之重

和农民生活的贫困了。

由于明代在云南大量实行屯田，并迁移内地汉族来云南，实行移民，因而有大量汉

族人民来到大理。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以及先进的生产方式，对于促

进和帮助当地白族人民生产的发展，以及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起了重大的作

用。《大理县志稿》卷三户籍门说：

“明成化十二年，设兵备道驻洱海，以后移民实边，一变为‘殖民’政策。

阅百年而生齿日蕃，流寓日众，关市洞辟，邮驿大通。我邑苍洱雄秀， 土物丰

饶，其间商贾、行旅、方技、寓贤与夫戍卒、垦夫、宦游、幕侣、揽胜山川，留

连景物，多卜居而家焉。”

康熙《大理府志》卷十二风俗门说：

“大理，故河蛮域也。 ⋯迨明郡县其地⋯⋯中国之名家大姓，又多迁徙

于其间，薰陶洗濯，故举其平日之语言衣食，悉耻其陋而革之。 以故人

文科第， 理学名儒，项背相望，此岂独出于中国名家大姓之裔哉。”

又说：

“民族多白人，俗与汉人等。其自外来而长子孙者，今亦为土著。”

由此可见，汉族和白族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关系。

明代大理一带手工业也比较发达，行业有布、氈、大理石、靴鞋、银铜匠、泥木

匠、制帽等，但一般尚未完全脱离农业。故康熙《大理府志》卷二十二物产门说：

“今大理耕织成风，凡其衣裳饮食，率皆随其地之所自出”。

不过已有了商品生产。康熙《大理府志》卷十二风俗门太和县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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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田之余，负贩而出，则子妇勤织纺，贸布匹。”

并且有个别地主还从事农业的商品生产。正德辛未张云鹏撰，明处士董公墓志铭说：
“ 铭曰： 爱及处士，养克广先业，田园之殖，厥利孔殷。 晦

衡门，有蔬一区，有禾百囷。”

所谓“田园之殖，厥利孔殷”当系从事经营农业商品生产。

如上所述，当时商业也很发达。《大理县志稿》说：

“有明以降，衣冠文物，中土同风，近之则川、黔、桂、粤，远之则楚、

赣、苏、杭。皆梯航而至。”

《包见捷志草》说：

“四方之货一入滇，虑无不售。其途愈远，其来愈难，其于入货者愈有词，

于出货者愈有利。试问扬扬大都，何计然程郑之多也”。

可见明代大理一带商业的发达，及其与内地的密切关系。喜洲在当时从事商业的人很

多。康熙董学祖撰，郡庠生董公同配严氏墓志铭的碑文中，追述死者的祖父董必昇（约

当万历以后）时说：

“自幼艰苦，乃壮有室，从事贸迁，家计累累起，资财饶裕，置腴田，造

广厦，以上乡富擘得名。”

是董必昇乃是当时喜洲的商业资本兼地主。又康熙杨嘉卿撰，董公墓志铭说：

“日事懋迁，以亿中生财，合而完，完而美，循序渐进，雅有公子荆风”。

又道光二十年杨萃撰，輓鸣声董太封翁文说：

“岂意天眷之可凭，乃忽焉而营利者利遂，求名者名成。一转瞬焉而家道

叠兴，是岂偶然欤。人但见服贾者扬州得意，人跨鹤以登仙；金齿来游，客乘

车而载宝。孰知翁栉风沐雨之所致也。”

从上引碑文中可以看出，在明、清时期，喜洲经商较盛。而所谓“贸迁”、“金齿来

游”、“栉风沐雨”，则是以行商为主。《大理县志稿》卷六说：

“清雍、乾、嘉、道间，人口繁重，生计日艰。士人惟以教授课文为业。

至于农产物则菽、麦、稻、粱不能敷食，多数仰给外邑。 穷则思变，于是

合群结队旅行四方。近则赵、云、宾、邓，远则永、腾、顺、云。又或走矿厂，走

‘夷方’，无不各挟一技一能，暨些须貲金，以工商事业随地经营焉。迨及岁暮，

联翩归来，春酒 羹，宴乐亲旧，正月既交，联翩复出，若是者岁以为常。”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经商的情况。但穷的根源，不是因为粮食不够吃，而是因

为地主的残酷剥削所致。观上述地租剥削情况，可以得到说明。该志同卷又说：

“至于商务思想，惟喜洲一地人物为最优胜之资格。”

又卷三乡镇门说：

“喜洲虽亦人烟稠密，类多外出经商，村市仍形冷淡云。”

当时喜洲的工商业情况如此。

明、清时这一带的市集，除大理县城逐日为街外，余均为市集。计有：喜洲（辰、

戍集）、上关市（丑、未集），下关市（巳、亥集），府前市（卯集辰罢）、月二街

（初二、十六），其他尚有邓川县的市集。而每年一度的观音市（三月街）三月十五日



第 14 页

集至二十日罢，全省各地以及四川 西藏、缅甸商贾齐集。

明初交易以贝为主要货币。由于与内地商业往来频繁，钱、钞与贝掺用。至嘉靖三

十四年，云南开始铸铜钱，四十四年罢。万历四年又开铸，八年罢。自是货币则以铜钱

和银为主。清代虽前后于顺治十七年、康熙二十一年开铸，及至雍正元年设鼓四十七

炉，当时大理也是铸钱的主要地区，贝的货币价值遂失。铜钱和银作为货币占领市场，

乃是地主经济的发展及其与内地商业的频繁接触、政治统一的结果。而元代推行钞法屡

次失败，乃是由于当时云南领主割据，经济上尚未与内地融合为统一体的缘故。

明代于大理设太和县，隶属大理府，其行政系统和内地同。对于当时大理县内的土

伯都功，授洱西驿土驿 ，但仍设流官驿官，仅保留元提举张氏，以获元右 官，以流

官掌印，因而土官仅徒拥虚名。明末清初革除，至清代大理县已无土官。

农村的政治组织，在明代有里长，清代则有村长，可以调解和处理纠纷。董维邦紫

金农隐文稿邑库生凌霄公行状说：

“同村何阿三者，贫家子也。一日自外返，便道取负柃邻村某，日稍迟，负者

诬以盗，报经村长。顷之，其母闻，诣公泣诉，公慰之。怒曰：理法之地，容若

辈横行，乡党尚可居哉。明日遂行，为剖情事，负者已贿通人，公知冤不可白。”

此事发生于道光间，可见当时村长有处理民、刑事和拘捕的权利，并贪污行贿与封建官

吏相勾结，欺压人民。除里长、村长外，在明代农村中尚有“耆老”组织。明成化二十

年董森撰，明耆老杨公寿藏铭说：

“公为人颇峭直， 辞充老人坐，申明受剖理，如是数年。”

是“耆老”亦参加调解纠纷。碑文说“辞充”，则“耆老”亦须经过封建政府的许可和

委任。

明代在云南实行“开科取士”，选拔人才，因而为封建地主经济服务的儒家思想和

文化大量输入。但明代对原来有长期影响的宗教采取笼络政策而加以安置。清代则废除

明代的一些宗教设置，而独崇科举，以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但清代在大理一带，创

办了一些书院和义学，在喜洲附近的有：桂林书院（实为明嘉靖时建）及喜洲、沙村两

义学，虽然其目的在于培养封建人才，但对于发展当地的文化，也有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元代侵入大理，结束了南诏、大理的奴隶制，使大理开始踏上封建社

会。由于元代大量起用了大理国末期的官员和封疆大吏，以为各路、府、州、县的世袭

土官，他们领有土地和人民，而元代所设的千户、百户，数代以后，也成了当地的“土

司”。当时大理一带乃是大理总管段氏的辖区。

明代灭了段氏以后，大理一带“改土归流”，废除了领主制度，开始踏上了封建地

主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土地买卖的盛行，新的地主阶级也已产生。另一方面，一部分领

主也蜕化为地主，而与地主经济合流。明、清两代的寺院及学田的数量是很大的，仅据

大理县城附近的寺院和学田的不完全统计，就有水田 亩以上，其中在本县境的也

有 余亩。估计全县 亩，占的寺院及学田当在万亩以上，而在本县境至少也有

以上。当时的地租额是非常高本县水田总面积的 的，约占产量（包括小春）的

以上，而且荒田不荒租。因而农民的生活十分困苦，濒于破产的边缘，有的已丧失了土

地。他们不得不投入井矿，而成为工场工人，或者从事手工业、商业或副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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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喜洲的商业贸易比较发达，但以行商为主要形式。明初沿用南诏大理

的习俗以贝为主要货币，后来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频繁，钱币和银才

逐渐占领了市场。到明嘉靖、万历以后，则以钱币及银为主要货币。

由于明代实行屯田，并将内地汉族移到云南，特别是与内地经济联系日益频繁，大

量汉族迁来该地。汉族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对促进和帮助该地

的白族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他们迁来数代以后，有的已融合于白族之中，成为

白族人民中的一部分。

（四）近代时期

帝国主义经济的侵入和资产阶级的形成

在清光绪初年以前，大理一带的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手工业方面，弓鱼洞、沙

村的泥木工艺，喜洲、五官庄、塔桥的纺织，金圭寺的制毯、竹器，林邑村、磻溪等村

的缝纫，凤仪邑、小岑庄、德和庄、际登江等村的制鞋、酿酒，太和村、阳南村、丰呈

庄、上末庄等村的编制草帽，双鸳、阳乡等村的开采石料，以及其他金、银、铜、铁

器，均为该县输出之大宗。在商业方面，以大理、下关为主要市场，而以行商为主，久

之则开设商号于外地，西至永昌、腾冲，南至云县、思茅，北至四川，东至昆明，无不

有大理籍之商，而其中尤以喜洲为多，号称“喜洲帮”。但当时以贩运土特产为主，如

将凤庆、云县茶叶运往四川，而从四川运回布匹、黄丝。或将茶叶运至丽江，而将丽江

山货药材运回，有的则经营鸦片生意。

自缅甸沦于英，光绪初，英帝国主义商品即侵入大理市场。《大理县志稿》说：

“惟吾邑自咸同以前，初无所谓洋货。光绪初，洋货始渐输入，洎越亡于

法，缅沦于英，于是洋货充斥。近则商所售，售洋货 人所市，市洋货。数千

年之变迁，未有甚于今日者。”

又说：

“矧今外货输入，既美且廉。苟以一手一足之人造物，而欲与如火如荼之

机造物相抵制，优胜劣败，无待赘言。”

该志修于清末民初，而有此感，可见当时帝国主义商品在该地市场中所占的地位。

帝国主义廉价商品的输入，给喜洲的手工业者很大的打击。《大理县志稿》说：

“自外洋缝衣机器输入，衣帽靴鞋尤为工省价廉，女工因以坐困”。

又如历史悠久的手工纺织来说，过去是自纺自织，畅销无阻。现在外国的洋纱、洋布大

量输入，比之人工纺织的纱、布精细而便宜，因而侵占了手工业的市场，打击了手工业

生产的发展。根据调查，在 年以后，该地的土纱已完全停止纺制，全部引用洋纱。

而土布则因农村中习惯穿着，尚继续织制，但部分市场（如城市）已为洋布夺去，从而

销售受到影响，布价受到洋布限制，不能超过洋布的价格。在另一方面，由于土布织造

原料的来源是依靠国外洋纱的输入，但洋纱则是商业资本家输入的，从而商业资本家通

过纱价的涨落，直接控制了手工业的织造者。根据调查，解放前，喜洲的市场，上午卖

布，下午买纱，由于纱价掌握在资本家手中，涨落不定，因而使手工业者早上卖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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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下午买不进原来同等份量的纱，资本亏蚀，以致不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而遭到破

产。但商业资本家操纵纱价的涨落，则又仰息于国外市场，因而帝国主义者通过国内大

小商业资本家和买办，控制了这里的农村手工业生产，这就是广大人民贫困的根源之一。

如前所述，在外国商品经济未侵入该地市场以前，该地的商业主要以行商为主，贩

运土特产，但土特产的生产，是与农村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有着季节性，因而商业资金

的周转受着季节性的影响。为了保证资金的长期增殖和稳定，即将部分资金投资于土

地，从事地租剥削。所谓“置腴田，造广厦”。由于土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即使商业

投机失败，亦不致资本尽失，因而商业资本和封建地主经济合流，就其性质仍属于封建

主义经济。自帝国主义商品经济侵入云南后，其西有“腾冲帮”从缅甸经营进出口，北

有“鹤庆帮”，从西藏与印度联系，而昆明市场则是掌握在官僚资产阶级手中，从越南

经营进出口。当时“喜洲帮”不过经营季节性的土特产的贩运，而这些土特产的出口，

则又掌握在腾冲、鹤庆、昆明商人的手中。因而，不论在资本或是在经营的范围上都敌

不过其他地方的商人，故《大理县志稿》说：

“至若操商业之赢绌，前则江西、昆明之人，近则鹤庆、腾冲之人。吾邑

惟喜洲一地，人尚勤俭耐劳，具有商业性质，特无巨商大贾，故终不足以执商

权之牛耳。”

犹掌握在即当时下关之市场 腾冲商人之手中。在此种商业的竞争中，喜洲商人采取了

下列几个办法：

①勾结官僚资本经营：如永昌祥过去勾结封建官僚丽江府知府吴昌祀，而董澄农在

年后的一段时间，由于企图勾结官僚，铺张奢华，以致负债而宣告破产。

②做投机生意，走私运毒，牟取暴利以扩大资本：他们勾结了反动官僚以后，即与

官僚合伙走私运毒，如尹辅臣在云县贩运鸦片，与国民党县长、税局相勾结。而董澄农

曾与国民党军官勾结运毒，武装押运等。

③直接和帝国主义市场联系：如永昌祥在香港、缅甸的仰光、瓦城均先后开设商

号，将本国的廉价工业原料 洋黄丝和猪鬃运销国外，而将国外的轻工业制成品

纱、洋布等运回国内以剥削人民；而董澄农则直接和外商订立合同，将重要的国防工业

钨砂供给外国原料 。

由上述情况看来，解放以前，喜洲的商人已和云南的官僚资本有勾结，并直接和帝

国主义资本家取得密切联系。

但喜洲的资产阶级，直至解放前，除个别的已由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外，绝大多

数均为商业资本。从他们一开始发展起，就和封建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喜洲有名

的四大资本家 严、董、尹、杨，原为喜洲的“大姓”，拥有土地房屋，为地主阶

级。个别的虽几经破产，落而复起，但始终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因而，当他们获取工

商业利润后，除扩大工商业经营外，并抽出部分资金，在农村集中土地，进一步向农民

榨取。如永昌祥号在解放前已在喜洲集中土地八百余亩，成为资产阶级兼地主，与农村

中的地主阶级联结在一起，以继续巩固他们在农村中的统治地位。

因而，喜洲的资产阶级是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性质的。

“四大家”发家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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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略述喜洲资产阶级发展的特点和性质，今再通过喜洲四大资本家“发家”的

简史，试探喜洲资产阶级发展的过程。喜洲的资产阶级号称“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

家”。所谓“四大家”，其商号与本人姓名为：永昌祥（严燮成、严宝成、杨克成），

锡庆祥（董澄农），复春和（尹辅臣），鸿兴源（杨鸿春）。兹将其“发家”简史分述于

后：

永昌祥（严家）：

严氏原籍淮安府安东县人，始祖严祖以昭信校尉从傅友德、沐英征云南，世袭千户

候，并曾任中所千户。严氏历代为地方封建统治阶级，自明及清，其祖先后任过知府、

知县、同知等职。及至咸同事件后，严燮成的祖父严烈，遂从事商业。于光绪初年，设

商号于永昌，并命其子严镇圭去帮助，获取很大利润，墓志铭说：

“而商战之中，常寓其雄略，凡货殖之出入，市价之消长，亿则屡中。经

营日久，囊橐充盈。卒能大启宫室，建筑坟墓，登其门则楼宇宏阔。”

由于有了钱后，就为其子严镇圭买了个五品同知衔。当时严家已有土地十六、七亩，全

部雇工经营。

严镇圭自小随其父经营商业，在四川会理时，曾结织了一个穷秀才吴昌祀，严曾接

济过他。以后吴中举，成进士，官丽江知府，吴为了“报恩”，贪污公款，大力支持严

家，由是资本扩大，先后在丽江、下关、昆明开设分号，而吴则以官僚势力为其庇护。

通过吴的地位，先后结织了邓川知州、太和知县、维西知县，滇西卫戍司令，这样就保

证了他在丽江至下关一条路上可以畅行无阻。其时约当宣统元年（ 年）。

及至 年，严镇圭任下关兼弥渡釐金暨大理府税局局长、下关商会会长。这样他

就可以利用职权，来垄断市场。其子 年左右又任洱源县长。直至抗日战争严宝成约

前，商号已发展至成都、宜宾、乐山、万县、重庆、汉口、上海等地，但尚未有国外分

号。其时已先后购买土地二百多亩，全部出租。经营范围主要是土特产的贩运，将凤

庆、云县一带的茶叶，分装运往四川（沱茶）及丽江（供应西藏），然后自四川运回黄

丝以销缅甸，自丽江运回山货药材运往昆明，然后自缅甸、昆明运回洋纱、布匹，以供

应大理一带农村，并通过纱、布以控制农村的手工业者和市场。

抗日战争期间，云南为西南唯一的国际交通路线，兼之国民党法币贬值，物价上

涨，他们即与官僚资本及其他资本家相勾结，低买高卖，垄断下关、凤庆等中、小市

场，牟取暴利，并先后在香港、缅甸、印度等地开设商号，直接与国外联系。

直至解放前，其商号分布地点有：

）国内：下关、昆明、成都三个总号；上海、香港、武汉、宜宾、乐山、万

县、重庆、西昌、昌都、拉萨、丽江、中甸、维西、德钦、凤庆、云县、保山、龙陵等

二十多个分号。

）国外：设印、缅总号；分设加尔各答、噶伦堡、仰光、瓦城、八莫、腊戍等

分号以及香港分号；并附设下关，昆明两茶叶加工厂，喜州、下关猪鬃加工厂，职工共

计约千余人。

其经营品种及范围为：

①茶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